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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南地区文人结社现象考述
＊
 

———以巴蜀文人结社为考察中心 

黄梅 1 李玉栓 21 

( 1.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2.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明代蜀中文人结社兴起于正德年间，发展于嘉靖年间，至万历时期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逐渐多样化。明代巴蜀地区

的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活动，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因相习、互为增益，

文人通过结社酬唱展示巴蜀地区文人的文才风流，传播巴蜀地区的文学观念。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是明代四川文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推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对巴蜀文学的传承以及文化传统的构建具有促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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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结社是明代文学的典型特征，明代稍具影响力的文人几乎都曾参与过文人结社
[1]
。文学社团的成立和发展有利于地域文

学的兴起与繁荣，巴蜀地区的文人通过结社集会，赋诗研文、讲习交流，促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对巴蜀地区文学的构建

及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学界对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未曾重视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对明代四

川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也未能观照到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对整个四川文学史脉络形成的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对明代巴蜀地

区的文人结社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梳理了明代巴蜀文人结社的情况，分析了文人结社的特性，探寻了巴蜀地区文人结社的文

学特征及文化意义，以期对明代四川文学及文化研究有所助益。 

一、明代巴蜀地区文人结社情况概览 

明代四川地域范畴包含了巴、蜀两地，在经历了元末明初明玉珍大夏政权后，明代巴蜀地区的文学十分萧条，经由洪武、

永乐年间的多次“湖广填四川”移民事件后
[2]
，巴蜀地区的文人逐渐成长起来，到成化年间巴蜀地区的文人初显声名，至正德年

间巴蜀地区的文人逐渐发展壮大，地域性的文人结社至此开始出现。明代四川文人结社活动在正德时期开始出现，至嘉靖万历

年间逐渐增多，正德至嘉靖年间主要以诗社、文社为主，万历年间随着晚明思潮的影响，文人禅社也逐渐出现。本文根据《明

别集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全蜀艺文志》《明代文人结社考》《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以及《四库全

书》所存明代蜀地文人的诗文集统计出明代巴蜀地区文人结社共十一例，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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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丽泽会。结社时间为正德元年(1506)，参与者有杨慎、石天柱、夏邦谟、程启充、张含等人。 

丽泽会是讲习与科举的共同产物，天顺年间陆愈、成化年间卢楷都曾结丽泽会。简绍芳在《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

年谱》中记有正德元年丽泽会结社情况:“正德丙寅与同乡士冯驯、石天柱、夏邦谟、刘景寅、程启充为丽泽会，即墨蓝田永昌

张含，结社倡和。”
[3]
丽泽会集会讲习次年，结社成员皆中乡试，正德三年(1508)石天柱、夏邦谟、程启充、刘景寅中进士，而

杨慎因灯芯落卷于正德三年的考试中落第。丽泽会结社聚会后，众人在科举考试中皆有佳绩，这与此次集会讲习、互相增益亦

有密切关系。 

2．峨眉集会。集会时间在正德十五年(1520)夏，参与者有徐文华、张凤、章寓之、王宣、安磐、程启充、彭汝实七人，皆

为嘉定州人。 

张凤、章寓之、王宣、安磐、程启充、徐文华、彭汝实七人皆是仗义执言、性情耿介之辈，七人在峨眉集会后被合称为明

代“嘉州七贤”。其中安磐、程启充、徐文华、彭汝实较为年轻，且为官期间不顾己身、忠言直谏，四人又被称为“嘉定四谏”。

刘君泽《峨眉伽蓝记》载:“嘉州七贤罢官回里(1)，遨游山水，尝集饮寺中，有诗碑记其事”。《峨眉续志》录有为张凤、章寓

之、王宣、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彭汝实七人的《西坡寺联句》；峨眉山灵岩寺存有“七贤诗碑”，碑刻了徐文华的《灵岩寺》

以及安磐的《绝句四首》。王士在《池北偶谈》记云:“予登凌云寺，石壁刻诗甚多，惟松溪四绝句最为高唱……至其地，知其

诗为工也。”
[4] 

3．凌云会。集会时间为嘉靖二十年十月，地点在嘉定州。参与者有刘汝文、杨慎、程启充、李迁、刘大谟、敖英等人。 

刘汝文，家贫博学，尤长于《尚书》，时人崇之。《四川总志》载“时有凌云会，慎共推汝文主盟，条约赏罚，众不敢犯，

后人称之为耆儒”。杨慎在《清音竞秀诗卷序》记有凌云会的具体情况，其云:“蟠峰李子子安，衔使于蜀，东阜刘子作诗赠之，

狷斋谢子继之，东谷敖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耄予不敏五之，属而和名又若柯首，以成什。乃孟冬廿日，会于凌云之清音、

竞秀两亭，临睨久之，且邀予篆题。”[5]程启充，字初亭，嘉定州人。李子安、刘大谟、敖英三人非蜀籍文人，皆时任蜀地官

员(2)；嘉靖二十年(1541)，刘大谟发起重修《四川总志》，礼聘蜀籍学士杨慎、杨名等担任编纂。凌云会是杨慎在四川交游结

社其中之一，参与者多为蜀地官员及修撰《四川总志》相关的成员。 

4．章懋汐社。汐社发起时间为嘉靖三十二年以前，地点在泸州。 

汐社的发起人为章懋，杨慎至泸州后加入了汐社，杨慎在《章后斋寿诗》云:“我卜江阳隐，君为汐社英。”又在《戏简》

云:“虽参汐社名，未饮汐社酒。社房如蜜蜂，各自分户。”
[6]
杨慎此二诗表明章懋在杨慎侨居泸州之前已经结成汐社，从杨慎的

诗中也可以了解到章懋主导下的汐社宗旨不够明确、社友关系不够密切，汐社组织比较松散。 

5．紫房诗会。结社时间为嘉靖三十六年，参与者有熊过、杨慎、曾屿、张佳胤、章懋等人。紫房诗会为汐社的一次具体社

事，主导人已由章懋变为杨慎，杨慎侨居泸州期间取代章懋成为汐社的主导者，与熊过、曾屿、章懋等人以文会友，主持了北

岩宴饮、紫房诗会、江亭小集、南定楼刻烛裁诗等社事活动。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佳胤因父丧守制在乡，特意前往泸州拜会

杨慎，结识了曾、熊过等蜀中名流，并相与饮酒游赏，结成紫房诗会。杨慎有诸首诗记录了紫房诗会，如《紫房诗会，章后斋、

熊南沙别馆所招因简》《张炉山寓紫房道院，灯下出谢四溟游燕诗帙，阅之因寄》。张佳胤也作有《升庵载酒访余紫房洞中，兼

订峨眉之约》《大观台远眺，同曾少岷太守、杨升庵太史、朱茑山少参，熊南墩、董豸屏二进士》等诗记此次集会出游之事。 

6．浣花社。浣花社发起时间在万历初年，主导者为郑仕阶、乡绅韦布，参与者有杨师心、杨、李元龄、秦蒿、张正学等。 

浣花社的发起人为郑仕阶和韦布，《(天启)四川成都府志·人物志》郑仕阶一条中记“郑仕阶，成都人，仕白水令，乞归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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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事亲，与士绅韦布结浣花社赋诗，赋诗似王维，士乐亲之”
[7]325

。郑仕阶著有《浣花诗稿》《扇影集》为里中传诵，惜现已不

存。杨师心为成都府华阳人，“初举于乡，再上春官不第，即隐居不出，日惟歌咏自娱，引掖后进，孜孜不倦。里中文士惧古文

词有碍举子业，禁止不语。师心独力排之，结社引后进，往来浣花”
[7]311

。浣花社成员记录集会交游的诗歌甚多，李元龄的《九

月五日同社中诸友登北城楼》《七夕同诸友游石犀寺》，秦蒿的《重九集浣花社用杜韵》，杨的《浣花社友至》《约诸老春游》，张

正学的《新正二日同社中四友宴牛山草堂》皆记录了浣花社成员出游集会之事。 

7．青莲社。结社时间在嘉靖年间，参与者有张峨南、杨慎等。 

张峨南，泸州合江人，《(光绪)泸州直隶州志·人物传》中张峨南一条记其“渊博好古，不屑仕进，与杨慎等名流结青莲社，

为文史之娱，里中问字者，咸执经造焉。诗筒酒盏，怡怡自得”
[9]
。 

8．八愚社。结社时间在万历初年，地点为资州，参与者为周以庠、周仲士及周以庠门人弟子。 

周以庠，字之学，号太愚，成都府仁寿人。隆庆元年(1567)举人，任资州知县，尤加意人才，拔邑之颖异者八人督课文艺，

名曰“八愚社”，取其自号之意，其子仲士亦入社中，社中五人俱登进士。 

9．邓之屏诗文社。结社时间在万历四年以后。 

邓之屏，字惟邦，号后江，为诸生时以孝行称道，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为官廉政爱民，时有“治郡如家，爱民如

子，礼士如宾”之称。《(民国)巴县志》卷十有载“万历四年正月，为福建按臣所劾罢归，归结诗文社，讲经义”
[10]
。 

1 0．莲社(净土社)。结社时间在天启初年，参与者有范文光、闻达大师等。 

范文光，内江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任官楚地时，为当地显贵所恶，辞官归隐于峨嵋之花溪。其栖心禅学，与眉山闻

达大师结莲社，吟咏甚富。《(同治)嘉定府志·艺文志》录其文《续莲社序》。 

1 1．李韵诗社。结社时间在崇祯末年，参与者有李韵、万慎、刘等人。 

李韵，字非，富顺人，廪生。《(光绪)叙州府志·人物志》中李韵一条记“崇祯末与万慎、刘辈结诗社于乡塾，兵乱入寺为

僧”
[11]
。 

本文所论明代巴蜀文人结社皆为在明代四川境内的结社，巴蜀文人在他地的社事如晏铎在京师结十子社，周洪谟在南京的

清恬雅会，陈宗虞、任瀚及张佳胤在京为官期间结的玉台社，黄辉与袁氏兄弟所结的蒲桃社等另做论述，不纳入本文研究范畴。 

二、明代巴蜀文人的结社特性 

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主要活跃在成都、嘉定州、泸州等地。正德以后蜀地文人结社兴起并逐渐增加，

结社的主导者与参与者多为川蜀之地颇有声名的文人士子。文人通过结社集会促进了蜀中文学交流，文人结社是明代四川文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结社时间来看，正德之前，巴蜀文人皆是在他地参与社事，京师景泰十子社中的晏铎、南京清恬雅会中的周洪谟皆为参

与者，即非主社者亦非在蜀地所结之社。在正德元年，蜀地出现了第一个有明确记录的社事———丽泽会。丽泽会的主持者和

参与者皆为年轻士子，与同时期的甬上耆会、高年诗会、怡老会不同，蜀地出现的结社成员年轻有活力，也反映出正德年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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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文人才士逐渐涌现。嘉靖年间四川的文人结社逐渐增多，这与正德年间的士子卸职返乡及巴蜀地区文人辈出密切相关，如凌

云会的主导者杨慎、程启充皆为正德元年丽泽会中成员；杨慎主持紫房诗会时已具盛名，而此时张佳胤、熊过等文人才俊则在

文坛初显声名。至万历年间，蜀地文人结社出现了纯粹的地方性结社———浣花社。浣花社主事者为地方士绅与地方文人，社

中成员皆为未显声名的年轻才士，所举社事以交游赋诗、歌咏自娱为主。天启年间，文人结社则更加私人化和地方化，结社的

文人数量及诗文记录都更少，如李韵诗社、邓之屏诗文社，除了地方志中留有记录外，其余资料皆不可考，当然这也与明末张

献忠屠蜀烧城至文献损毁失传相关，未能留下结社具体情况的文献以供后世查阅。 

从结社地点来看，文人多选取风景名胜和具有历史遗迹、文人逸事的地方结社。文人聚集之地也因名人效应更具盛名，实

现了风景名胜与人文景观的结合，既满足了文人的精神追求又丰富了文人结社的内涵。成都浣花社社事选址于浣花溪边，唐代

薛涛、杜甫在蜀中都曾居住于浣花溪旁，在此处留下了不少诗作和故事。凌云会集会于嘉定州凌云山凌云寺，凌云山寺留下诸

多文人的足迹，黄庭坚游凌云寺作有《凌云记游诗》，苏轼为凌云山南峰之亭命名为“清音”
[12]
。峨眉山更是留下了众多文人游

士、禅师道士的笔墨诗作及佛法道典，陈子昂、李白、杜甫、齐己、苏轼、范成大等皆有诸首吟咏峨眉山的诗作。明代蜀中文

人游览峨眉所作诗歌更多，正德十五年峨眉山集会成员游峨眉共作有五十余诗，其中安磐作有与峨眉相关诗作三十一首，王宣

有诗六首，彭汝实有诗五首，程启充、徐文华各有诗四首，张凤有诗三首，章寓之有诗两首，诗中皆吟咏了峨眉的风景名胜及

交游酬唱之乐。 

从成员身份及活动内容来看，巴蜀文人结社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规格较高、活动记录较多的结社，如凌云会、紫房诗会。

此类参与人员多具备官员、文士两身份，安磐、章寓之、王宣、张凤为弘治年间进士，杨慎、程启充、彭汝实、徐文华、曾屿

为正德年间进士，熊过、张佳胤、章懋为嘉靖年间进士。此类结社不仅有交游酬唱之作，也有文人观点、文学主张的交流，如

张佳胤在与杨慎结社酬唱后，对杨慎的六朝诗学观点及采摭史志之法有所接受。张佳胤在《跋杨用修诗卷》中言“其时翰林中

然尊古，可以嗣建安垂拱之响者，则唯先生一人”
[13]
。张佳胤也曾校刻《华阳国志》，其在叙文中记“舣舟江阳，与成都杨用修

夜谈里中文献，因请所藏璩志旧本，录之笥中”
[14]
。第二类则倾向于地方性小团体组织的结社，旨在赋诗为学，如浣花社、八

愚社。浣花社的成员多为里中士子，其结社主旨为交游赋诗，在酬唱中增进诗文才识，社中的主事者意在“引掖后进”；八愚社

选取里中八才士进行结社，结社宗旨也更为明确，其旨在“督课文艺”，皆是以结社的方式督促士子学习。 

三、明代巴蜀文人结社的文化因缘 

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活动，必然受到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巴蜀地区的文化以儒家为主、融汇佛道思想，

自西汉以来出现了诸多文学家、经学家和史学家，尤其在文学方面蜀中文人颇有造诣，相如赋、青莲诗、东坡词至今仍在文坛

辞章上赫赫生辉。明代巴蜀文人受蜀中先贤、文豪的激励及影响，在文学创作、文化承袭等方面沾染了先辈的特性，而文人结

社是地域性文人群体活动，其更全面地呈现出巴蜀地区的文化特性。 

首先，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与蜀中的先贤、文豪相因相习。明代蜀中文人继宋代三苏之后再次活跃于文坛，因此明代蜀中

文人才士也常被比于宋代蜀中文人。杨慎状元及第时，督学刘丙视为奇才，赞曰:“吾不能如欧阳公，乃得子如苏轼”
[15]
。黄辉

长于诗书，被誉为“从今诗苑书坛史，记下东坡第二人”。明代朱玺在《刻黄慎轩先生藏稿纪》中云:“蜀有苏子瞻、杨升庵两

先生名重千秋，其著述种种，刻布宇内，几为二绝。厥后有黄慎轩先生，可称属三绝矣!”
[16]
将蜀中当世文人与蜀中前贤进行类

比，既是对当世文人的赞赏也是因蜀中文化传统相因相习的结果。明代巴蜀文人受蜀地先贤的影响，其文学创作亦会沾染前人

的特点，杨慎与李子安、刘大谟、谢应芳、敖英、程启充同游凌云山清音、竞秀两亭，作有《凌云寺》，诗中“才着登山屐，翩

翩兴欲狂。白云钟磬里，任意宿僧房”句颇具苏轼清透超逸、随性自怡的风致，故而陈田《明诗纪事》谓其“晚乃渐入老苍，

有少陵、谪仙格调，亦间入东坡、涪翁一派”
[17]
。 

其次，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才士通过文人结社传递了蜀地文人的文化自信。巴蜀之地历史悠久、古蜀文明溯源甚远，蜀地

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古迹和文人足迹，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多选具有历史遗迹和先贤足迹的地方出游集会，交游集会中对蜀中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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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文化多有称颂。杨慎在蜀中修《四川总志》期间与凌云会成员刘大谟、谢应芳以及修志的王玉垒、杨方洲同游浣花溪，

作有《泛舟浣花，东阜、狷斋同赋》，诗中“杨雄玄阁不寂莫，杜甫草堂天下稀”
[18]
句直陈汉代扬雄在蜀中玄阁中潜心圣学而后

声名大噪。唐代杜甫旅居浣花草堂吟咏赋诗佳篇迭出，点明巴蜀学子应当效仿学习此等文豪才杰，同时也展示了蜀中先贤事迹，

表达了传承四川文化的自信。嘉靖年间的浣花溪集会成员，除了参与浣花溪集会外，也曾出游石犀寺、北城楼、牛山草堂。李

元龄作有《九月五日同社中诸友登北城楼》，诗中“三川骇烛原天府，驷马题桥古帝州”句，其化用王勃“川泽纡其骇瞩”及司

马相如“驷马题桥”典故，盛赞了蜀中天府之国的地理优势及历史悠久的古蜀文明。 

再次，科举取士制度与巴蜀文人结社互为滋益。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十分复杂，科举考试为文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

机。科举制度推动了文人结社的发展，对文人结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程度与水平的时候又会反馈于科举

考试，使科举制度更受推崇与认可。
[19]
蜀地对科举颇为重视，正德年间的丽泽会主要内容为“讲习交流”，其互相切磋、互为滋

益，与会者皆于次年中试。周以庠主导的八愚社旨在“督课文艺”，将科举与结社相结合，通过“拔邑之颖异者八人督课文艺”，

最终实现了“五人俱登进士”。明代巴蜀文人结社是文人才识的展示，也是科举官能的映现。士子通过科举考试以示其才识，朝

廷进而任用才识之士为官，完成科举与文人才士的初步对接；而身具官员和才士双重身份的才俊进一步组织、参与文人结社，

推动文社的发展，实现了文人才士与科举制度的深度勾联。巴蜀文人结社的主体亦是兼具了官员及才士双重身份的文人才俊，

科举及第后名声渐显的文人更容易被文人才士认同接受，进而掌握发言权与话语权，引领文坛的风尚。通过科举考试为官的士

子会形成一个文化圈，其既熟悉朝堂、官场上的规矩做派又知晓文坛的流派风尚，聚而结社既可品谈当世政治文化的风致亦可

赏鉴自然风景之瑰丽。文学观点相合者结社交流互动进一步促进推动文学流派的发展，如竟陵派、七子复古派、公安派。政见

相通者结社交流共同商讨对策及方案，如凌云会成员筹划并完成了《四川总志》的编撰，聚桂文会则“文会之作，固有补于司

政者不少也”
[20]
。 

四、明代巴蜀文人结社的文学及文化价值 

明代巴蜀文人继承了蜀学传统接续了蜀学脉络，并在此基础上以文人结社的方式完善了四川文化传统的构建。明代巴蜀文

人通过文人结社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巴蜀文人的精神文化，推动了地方文学活动的发展、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提升了巴蜀籍文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传播了巴蜀文化及文学观念，并对后世巴蜀文人具有引领导向作用。 

其一，文人通过结社酬唱展示了文才风流，增强了影响力和声誉。正德年间嘉定州文人章寓之、王宣、安磐、徐文华、程

启充、张凤、彭汝实集会峨眉，既展示了文学才华也增强了声望名誉，七人留下的西坡联句、“七笑”诗为后世所传。后世文人

提及峨眉之景便会述及此次峨眉集会之事，窦绚《游峨眉山记》载:“有虎跳桥……蜀人张凤等七人游此，题其桥曰七笑”；刘

君泽《峨眉伽兰记》西坡寺一条载:“嘉州七贤……尝集饮寺中，有诗碑记其事”。当然，文人通过结社也扩大了交友范畴、刺

激了文学创作。张凤在《夹江县平川书院记》中记其游峨眉之事:“嘉定黄门安公磐、侍御徐公文华、程公启充、济南守章公寓

之、河东运使王公宣，偕予游峨眉诸名山。”
[21]507

游峨眉山之前，张凤与嘉定州名士章寓之、王宣、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先聚

于夹江游览毗卢寺，并夜宿于此，翌日入山。入住毗卢寺时逢夜雨，安磐作有《游毗卢寺即景》云:“孤城带山雨，石东沧江长。

凉月下莲漏，晓风吹竹房。方外有遗乐，空中多异香。长斋讵空寂，醉里失仁王。”
[22]433

徐文华《游毗卢寺》云:“信宿毗卢寺，

篝灯看佛书。溪容度壑晚，山雨入疏。万象空还有，三生事若虚，逃禅吾岂愿，冰筚梦蘧蘧。”[22]434 王宣《游毗卢寺》云:

“胜览遍丛林，僧房惜苦吟。偶从行乐地，分得坐禅心。夜静乌声寂，雨来云气深。百年一拘隙，华发复相侵。”[22]432 三人

所作游毗卢寺的诗歌形式虽有不同，内容及感情却相似:一是点出了夜来山雨之寒，二是述及了佛家圣地的静谧安乐，三是受寺

中氛围影响生发禅心与顿悟之感。安磐还作有《入山》一诗以“昨宵风雨晓来晴”“喜共山灵有旧盟”，表达此次出游相集之乐。

峨眉集会后，七人才被冠以“嘉定七贤”的称号，其游览峨眉时所作的诗歌或刻于石碑或录于《峨眉山志》，存留至今。 

其二，明代巴蜀文人之间的结社促进了文人思想与宗教思想的互通，也促进了文人才士对儒家经史、易理的研究。明代文

人结社与儒学、佛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文人结社按照类型分类，可分为具有文学性的结社，如诗社、文社、经史社；具有宗教

性质的结社，如文人禅社、佛会。在万历以前，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多与儒学相结合，文人结社的内容多为赋诗、研文、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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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史、讲学、论道等，如丽泽会的集会内容为“会则取五经群籍，相讲解问难，各出所著，其修润之。德善相劝，过失互规，

充然各有得焉”
[22]
，结社集会皆与儒学密切相关。万历年间佛教高僧多出，其主张三教同源，践行大乘佛教精神，文士也因此

逐渐亲近佛教，士僧雅集结文人禅社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万历至崇祯年间，蜀地的文人也多有结禅社，如张峨南青莲社、范文

光莲社。崇祯年间，范文光与闻达大师等在峨眉山顶结文人禅社———莲社。崇祯年间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原有的文人社团

或散或亡，文人结社现象逐渐衰落。范文光辞官归乡后卜居洪雅县花溪，因其有出世向佛之心，乃游峨眉山欲参禅念佛以终老。

范文光在《续莲社序》一文中述及了其登峨眉顶，感“殿宇颓废，佛事寥落”，故而与闻达大师续举社事，力求改变旧习，通过

参禅悟道以达心境纯粹空明，其总结莲社的意旨在于“但使山中佛号不断”“暇身心，以益精进”
[23]
。其意旨在佛学方面表现为

使佛法得以继续传播、礼佛之人依然不绝，在文人思想方面则表现为使人身心放弛、学问精进。明朝末年禅佛思想与文人思想

多有结合，这也与晚明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文人思潮的多样化以及文人思想意识获得宽松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其三，明代巴蜀文人结社丰富了四川文人的精神文化，体现了乡邦意识和地方文人群体意识。明代巴蜀文人结社促进了文

人群体意识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文人通过整理地方文献、搜集地方文人创作编撰成集，以弘扬四川文

化。凌云会参与成员杨慎在修撰《四川总志》外，还编有《全蜀艺文志》，录入了诸多体现四川文学传统、展示四川文人才识与

气骨的诗文创作。杨慎在《全蜀艺文志》中重视对“仗节死义”之士的文章的选录，其选录了唐宋时期巴蜀之地士大夫“忠谏”

“谏诤章疏”之文并“表以出之”
[24]

，既是对巴蜀忠正直介之士的褒扬也是对巴蜀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杨慎辑录及选评歌咏

了宋末元初合川钓鱼城保卫战中英烈诗文，是对巴蜀英雄的礼赞及民族气节的弘扬，选录点评“嘉定四谏”(安磐、徐文华、程

启充、彭汝实)等“端士”的诗文，是对遭受“议大礼”事件被杖责、贬谪的同僚的忠直耿介品行的表彰。杨慎辑录选评的这些

诗文，体现杨慎编辑《全蜀艺文志》旨在弘扬四川优良传统文化，以达到“扬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25]的意图。这样的

意旨始于文人结社，而凝练于对蜀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杜应芳、胡承诏继而辑《补续全蜀艺文志》，补录了大量明代蜀籍文人的

诗文作品，其补录的诗文作品多为写景抒情、酬唱赠答之作，既体现了蜀地的风物名胜又呈现了巴蜀文人的才情意气。金爵、

高第将绵州芙蓉溪赋咏吟诗的一百四十余位文人的诗作辑录成《蓉溪书屋集》七卷、《蓉溪书屋续集》五卷，辑录之诗皆为文人

才士在芙蓉溪酬唱歌咏之作，惜现已不存，不能探其盛况。明末新繁文人费经虞将明代四川地区二百六十四位文人的一千一百

七十六首诗作辑录成《蜀明诗》十五卷，又与其子费密辑有《剑阁芳华集》二十卷，对明代四川作家作品有比较全面的收录，

辑录了诸多现已文集无存的四川文人的诗作，文献存留之功尤巨。此类辑录保存巴蜀地区文人文学、重视地方文人文学创作的

行为是对地域文学的重视。 

其四，明代巴蜀文人结社接续了四川文学的脉络，对后世巴蜀文人才士认同、承续巴蜀文学脉络有着潜在的导向作用。巴

蜀地区文人辈出，汉代赵宾、扬雄，晋朝范长生，唐代李鼎祚，宋代谯定可谓易学大家，到明代熊过、来知德精于《易》学，

前后接续、文脉相承；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唐代陈子昂、李白，宋代的“三苏”所作的诗文词赋声名远扬，到明代杨慎、赵

贞吉、熊过、任瀚被誉为“西蜀文坛四大家”，代代文豪、各领风骚。这些巴蜀大才在经史、文章等方面所作的积淀，使巴蜀文

人形成了“文史见长”和“崇实不虚”的特性，明代巴蜀文人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承继和发展。明代巴蜀文人在结社集会中通过

讲习交流、读经讲史、参禅悟道等方式强化了其特性，并将其融入于文学创作及生活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前后相续的作用。

虽然清代巴蜀文人结社情况待考，但清代“锦江六杰”的出现已经代表着清代蜀学的繁盛[26]，这与明代巴蜀地区的文士对四

川文学脉络的接续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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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唐长寿在《“嘉州七贤”与峨眉》一文中考据此次峨眉聚会乃张凤与嘉定州名士章寓之、王宣、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先

聚于夹江游毗卢寺，而后相携游峨眉时遇新进贡士彭汝实，七人同游峨眉。刘君泽记其为罢官归乡实为误记。  

2 据《明督抚年表》记录:李子安(蟠峰)嘉靖二十年奉命离蜀；刘大谟于嘉靖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巡抚川中，敖英(东谷)于嘉

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任四川右布政使。根据凌云会与会者在蜀时间，可推测出凌云会集会时间为嘉靖二十年。 


